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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人类先祖相互交流伊始，社区便应运而生。小社区演变为村

庄、城镇和城市，最终兴邦立国。社区规模的限制因素，主要是组

织性和技术性的，而非人类自身不愿彼此融合。卫生问题和疾病挑

战，以及大规模运送人和物的能力不足，都制约了城市扩张。对大

规模人口管控乏术，往往会给帝国历史画上句号。但到了今天，随

着人类进步，为了全人类福祉，更大的社区规模不再是天方夜谭。 

我们为什么寻求接近他人？原因很简单：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

都会受益。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·斯密等经济学家称之为规模经济，

其他人则称之为集聚效益，就本报告而言，我们可以称之为开放

收益。

今天，我们并未准备好让整个世界变成运转良好的统一社区，

但达成这一美好愿望前景可期。就如同历史上的欧洲，曾战火绵延

数个世纪，又有谁会想到，如今他们大多都生活在没有边界的巨大

联盟里呢？仅次于统一社区的最佳选择，就是开放；可以使我们共

享世界大同益处的，就是开放。

社会的最终目标，就是增进人民福祉。这来源于社会、文化和

经济生活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——或应该是——同贫困和苦难作斗

争，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。社会和文化福祉是通过构建法律和道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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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来实现的，以体制机制保护个人权利，免受他人压迫，实现健

康成长。经济福祉则来自于高效的生产组织和技术进步，推动消除

贫困，提高生活质量。毫无疑问，一个社会良性互动、文化交流互

鉴、经济开放发展、思想活跃碰撞、人们自由流动的世界，必将优

于一个自我封闭、战火频仍的世界。

开放是增进共同福祉的最佳方式。了解彼此的文化和社会习俗，

为和平共处提供了先决条件；商品和思想交流进一步扩展了人们的

视野，使我们不再局限于孤岛般隔绝的一个个国家之中。《世界开放

报告 2022》正是推进这一目标的宝贵工具：它阐明开放收益、分析

开放水平、提升开放成效。当前，国际组织在竞争力、创新潜力、

透明度和腐败等影响经济和社会福祉的方面，都发布过相关指数及

国家排名，但尚缺少开放度的相关排名，本报告填补了这一空白。

更令人欣喜的是，报告在构建世界开放指数时，还考虑到了社

会和文化维度。这两个因素对于推动形成良好国际关系，尤为关键，

却很少有经济指数将其纳入。事实上，良性的社会关系，可以更好

地促进经济往来。

世界开放指数的大部分指标，都是经济指标。为消除测度量纲的

不同，每个指标首先除以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总值，例如，将进口除以

该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，然后再赋予一个权重，以反映其在总体指

数中的重要性。这些权重，是由对41位中国国际经济学家的问卷调查

得出的，总和为1。

在指数的三大维度中，经济维度占主导地位，权重为0.799；社

会维度的权重为0.134，文化维度的权重为0.067。主要的经济指标是

贸易壁垒（统计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）以及商品和服

务的进口。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，国家规模大小有何影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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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中国幅员辽阔，每个地区的面积，都可能相当于一个欧

洲大国。四川省和广东省之间的贸易，属于内部贸易，并不会提高

开放度。但比利时和荷兰之间的贸易，却是对外贸易，两国的开放

度也会提高。一国的出口除以扣除本国外的世界GDP，在一定程度

上纠正了这种不平衡。例如，比利时出口除以的基本上就是整个世

界的GDP，而中国的出口则除以世界GDP的80%多。但这一方法正

确与否仍有待商榷，因为中国（及美国和德国）的地区之间，通过

国内贸易就可以享受开放的诸多好处，而比利时则需要进行国际贸

易，才能享受这些好处。

社会维度主要以人的流动为测度指标，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学

生、游客和移民，这是一种很好的衡量方式。文化维度包括科学产

出（如科学论文和专利），以及一组纯正的文化指标：联合国教科文

组织测算的文化产品进出口。这两者被赋予的权重很低，仅为0.012

或1.2%。

同社会维度一样，我希望《世界开放报告》未来能更多着墨在

文化领域，赋予该维度更大权重。正如我前面提到的，这一维度的

权重来自于对中国专家的问卷调查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会给文化维

度更高的权重，而不是0.067，毕竟这不到经济维度权重的十分之一。

不过这是一个主观判断问题，经济学家之间判断的差异性，同其相

似性一样闻名。而且众所周知，文化因素很难被量化，这也解释了

为什么文化维度的权重如此低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的讨论都集中在世界开放指数上，是因为它测

量了各国的开放度，展现了世界开放的近期变动，具有极其重要的

意义。与此同时，报告各章节内容，还提供了大量世界开放领域的

重要信息。例如，本年度报告讨论了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及其对开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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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影响，乌克兰危机及其对贸易的影响等。

自二十世纪大规模工业化以来，开放和全球化一往无前，但

最近几年却遭遇逆流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一次性因素造成的，例如

2008年的金融危机、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，这些都加剧了国

际紧张局势，促使经贸活动回流国内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新兴数字技

术的发展，人们可以举行线上会议而无需舟车劳顿，也不再依赖昂

贵的劳动力，这都使得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可以顺利回流，而不会造

成大的损失。事实上，过去劳动力成本是生产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，

但当下其重要性日渐式微。

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对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作用的分歧，诱发了未

来的不确定性。这不仅影响了国际投资合作，损害了国际供应链或国

际贸易，更为不幸的是，也阻碍了人们享受同外部世界更多互动带来

的好处。各国尤需认清这一真相，全力消除经济开放的分歧，扩大开

放共识。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时代的到来，本应是解决争端的催化剂，

但唯有藉之以战胜贫困和增进全人类福祉时，才堪为正当之用。

最后，我热烈祝贺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

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开创之举，为这本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问世感到高

兴。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感兴趣的所有人，应当将本报

告作为他们的标准参考书。我热切期待它的后续版本不断推出。

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德斯　爵士

伦敦经济学院皇家钦定教授

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


